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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明中后期“西学”传入我国，这是继汉唐时期印度佛教文化之后的又一次文化传入。它是以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为代表，在传播基督教文化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给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带来前所未有的新刺激。明代松江府是江南著名的农业区，也是重要商品经济区，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以松江地区徐光启、陈子龙、李雯为核心及其外围的宋应星、李之藻、方以智等一批开明学者，共同形成具有明显地域、经济、文化特征的松江学派。松江学派在经济上主张农商并重、科技富民，以实现富国强兵；在科技上主张中西会通、提倡“质测实学”，在科技哲学上有了重大突破，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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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十七世纪，明王朝的外部涌现出了西学东渐的学术潮流，在内部则产生出一种能够接触、接纳外来文化的实学思潮，江南地区深受其影响。在松江地区，以徐光启、李雯、陈子龙为核心及其外围的宋应星、李之藻、方以智等一批开明学者，他们以开放的眼光、科学的精神、求实的态度，突破传统的“华夷之辩”和“道器观”，主张“质测实学”，还提出利用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农业，繁荣工商业，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形成具有明显地域特色、典型文化特征和鲜明时代特点的松江学派经济思想。本文即此作探析。
一、西学东渐与富国强兵

晚明之际，以利玛窦、罗明坚等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在推行“和平传教”的同时，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科学书籍，传入大量的科技知识，对中国的思想界、科技界影响颇大。针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特点，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确立了“学术传教”的方针，并制订了一套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合儒”、“补儒”及“超儒”的和平传教政策。与利玛窦一起贯彻这个方针的还有龙华民、庞迪我、熊三拔，邓玉函、金尼阁、阳玛诺、罗雅谷、艾儒略等传教士 。“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极力推行‘学术传教’方针。一方面，他们向中国大量传入西方图书资料，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重视西方的译著。”
由于他们把天主教皇扩展势力的野心包藏在学术外衣之内，因此很快便得到了思想家、科学家以及进步人士的欢迎。当时松江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徐光启就非常推崇西学，他认为“泰西之学”，“以裨益民用，斯亦千古之大快也！” 
。徐光启为熊三拔所著《简平一说》作序时，认为泰西“诸君子之书成，其裨益世道”，他把西方的天文历算看成一种“裨益世道” 
的学问。李之藻在《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一文中把“西洋历法”说成实学，指出西学“总皆有资实学，有裨实用”。另有学者李戴也同样认为：“西洋实学大获裨于行，汝齐当绛之，勿忘矣。”
这里的实学是指“ 质测实学”，它主要包括从西方传入的先进的科学知识，传统意义上称为“格物穷理之学”（如物理学）和 “象数之学” 
（如天文、数学等），它开启近代新学的先声。

松江学派徐光启的学生陈子龙、李雯在编刻《皇明经世文编》序文中说道：“公（徐光启）博学多闻，于律历、河渠、屯田、兵法，蘼不究心，独得泰西之秘，其言咸裨实用。”徐光启是明末科技实学的重要代表，徐光启向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其术，逐遍习兵机、屯田、盐策、水利诸书” 
，并且能够“旁通十事”，“尽其术”，熟悉当时科技状况。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徐光启写了一系列论兵之作，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等。陈子龙在《农政全书·凡例》中是这样评价道“其生平所学，博究天人，而皆主于实用”， 他把“主于实用”的科技思想，运用于服务现实，使之成为“明道救世”的工具，以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侯外庐先生把他称为“向西方追求真理的先行者”
，徐光启不愧为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人。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下，晚明科技界呈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涌现出了象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李之藻、方以智等一群科技明星。他们是 “对西方技术感兴趣的人，看中了技术富国强民的一面”，
他们所编著、编译的《本草纲目》、《河防一览》、《农政全书》、《几何原本》、《泰西水法》、《崇祯历法》、《徐霞客游记》、《天工开物》、《同文算指》、《泰西奇器图说》、《物理小识》等科学名著，至今仍然放射着夺目的异采。这股科技潮流一方面反映了明中叶以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对科学技术所提出的迫切要求；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进步知识分子以科学技术谋求富国强兵的强烈愿望。 
二、农商并重与科技富民
明代松江府是江南著名的农业区，也是重要商品经济区。据《明史·徐光启传》记载，他“雅负经济才有志用世”。
复社张溥、几社陈子龙、李雯等领袖人物均向徐光启学习“农政之学”。徐光启认为农业是社会经济的基础，他说：“君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故圣人治天下，必本于农。”
因此统治者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政府必须有“司农之官，教农之法，劝农之心，忧农之心”。
发展农业要积极屯田垦荒，重视先进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利用推广，并发展水利事业。在种植业上，他主张冲破种种保守思想的束缚，积极试种新物种，他举例说：“古之蔬果，如颇稜、按石榴、海棠、蒜、之属，自外国来者多也。……就令不宜，或是天时未合，人力未至耳，试为之，无事空言抵捍也。”
 这样使南方或外国的高产的农作物在北方、在中国安家落户。徐光启成功地运用西方的科学统计方法，全面地统计了从春秋到元代的蝗灾共计111次
，总结出蝗灾发生规律：“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白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也”
，对于防止蝗灾提供了科学的方法，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613年后徐光启还在天津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农业实验园，完成了南稻北移的实验。
一般认为，徐光启是重农学派的代表，其实他也非常重视工商业 。徐光启大力倡导种植棉、桑、苎麻、乌臼树、女贞树、葡萄、茶树、药材、林木等商品经济作物，并重视产品加工，甚至他家还经营过油坊和店铺 。他说：“有木棉之利”、“女红末业”，“全赖此一杼一机而已”，“苏、杭、唱、镇之布帛（）紵，嘉、湖之丝纩，接恃女红末业，以上供赋税，下给俯仰” ，
他看到种植商品经济作物，可以提高产品加工和纺织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他认为：“工与贾则农之自出”，
工商业是农业派生出来的，是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他还说道：“末富，未害也。” 
利用工商业来发家致富，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害处。徐光启等人既要以农为“本”，又要发展工商业的思想，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由传统“重本抑末”向近世“农工商并重”的深刻变化。
徐光启反对明朝政府的海禁锁国政策，主张发展海外贸易。他认为：“有无相易，邦国之常”
，充分肯定国际间的正常贸易。明中后期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受到倭寇的严重威胁，而一般平息倭寇的方法是采取军事手段，而徐光启则用经济手段来解决倭寇问题，他认为制服倭寇的最有效的办法，不是断绝中日贸易，而是开放中日贸易，即“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
这说明徐光启在运用经济手段来处理倭寇问题上具有远见卓识。
在明末西学东渐的过程中，徐光启对富民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农政全书》正是体现他的“科技富民”思想的代表作，他开创了明清科技富民的先声。在他和西方传教士的接触过程中，深感中国传统科技的落后，他主张在继承中国传统科技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的科技，以改进中国贫弱的状况达到富民强国的目的。他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科技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人，他从“国势衰弱”出发，提出“富强之术”，主张加快发展生产和组建强军队，要做到这些必须提高科技，用科技来改变落后局面。徐光启还特别重视农业科学的研究，他将《泰西水法》编入《农政全书》，专门论述农业水利机械，这是《农政全书》惟一采用西学的部分。他对农业与水利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人多而有不能多生谷”的原因在于“土力不尽”，而“土力不尽”的原因在于“水利不修”，“能用水，不独救旱，亦弓耳可旱”。
科学家宋应星对工商业的重视已为人们所熟知，他的名著《天工开物》就是一部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的百科全书，因此梁启超称他是“工业科学家”。宋应星认为在有分工的人类社会里，商业是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人群分而物异产，来往贸迁以成宇宙，若各居而老死，何藉有群类哉？”因此主张废除关卡，实行“通商惠民”。另外还有潘季驯的《河防一览》，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方以智的《通雅》、《物理小识》等等，这些成果标志着我国经济思想史和科学技术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

三、中西会通与科技哲学

传统的“华夷之防”对中国古代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即便象王夫之这样早期启蒙思想家在“华夷之辩”上也含有保守成份。他认为：“天下之大防二，中国、夷狄也，君子、小人也”，
他还说道：“如近世洋夷利玛窦之称（天主），敢于亵鬼神倍亲而不恤也，虽以技巧文之，归于狄而已矣。”
他把中国与君子等同，把夷狄与小人相连，而把外来“技巧”归属少数民族文化，这显然对外夷有一定的偏见。新知识怎样才能传入中国，怎样才能被中国知识阶层真心接受？葛兆光先生认为有两大原则：一是体用一贯，可以在整体背景下解释；一是夷夏之分，新知识尽管是外来的，但在那个时代要尽量地不伤害中国人的尊严和自负。
明代思想家李贽，科学家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东林名土叶向高等人都对利玛窦抱友好态度，突破了“夷夏之防”，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尽管从西方科技发展的角度看，天主教传教士带到中国的科学知识并不是最先进的，但对于满脑袋‘四书五经’的中国士大夫而言，这些知识确实是既新颖又实用。因而他们能够超越传统的‘夷夏之防’，对西方传来的新文明做出一次理性选择。”
方以智针对正统观念“夷夏之防”的攻击，提出在世界“区宇之内”，要不以“华夷之辩”，不管“山海之隔”，要像孔子那样“学在四夷”。他强调学习科学技术要不分东、西，这才符合自然法则，对国民生计也才有好处。宋应星虽然未能和教传士接触，但在他的《天工开物》中，对西方火器制造等技术亦有反映。
晚明时际，王学兴盛，王阳明的学说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就是“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王学打破了过去的夷夏之分，
解放了当时的思想界。晚明的知识分子特别相信天下有一个共通的真理，不管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只要是真理，就可以接受。李之藻在《坤与万国全图·序》一文中指出：“今观此图，竟与暗契，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于兹不信然乎？”
“西学东渐”说的基本内容也随时间推移由简至密，即由最初“学理相通”的推测，发展到“学脉相承”的辨析，再发展“欲求超胜，必先会通”。近代学者王国维也说过，“学问之事，本无东西”，“中西两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
这种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应该强调，无论是东学西传还是西学东渐，都是各种文明、文化、思想相互交流、渗透、撞击和交融的产物。明代松江学派的代表人物徐光启以开明的心态反对传统封闭保守的心理，他提出学习“西学”的方针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
他把学习、博采西方先进文化看作是科技振兴的必由之路。李之藻推崇西方科学，但对中国传统科学并不妄自菲薄，而是主张二者取长补短。他在《同文算指前编》中说“中法西法，固各有所长，莫能相掩也”，《同文算指》就是容中西数学于一炉而后生的。他认为中国儒学一贯缺少对客观事物的关照及对自然规律的探求，“两千年来，论推无证”，西方科学注重“真修实学”，李之藻采用西学“实证”之长，往返万里实地进行天文观测，他本人就是一位精通水利的专家。以徐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科学家开辟的学术路线和治学方法，是中国古典科学进入近代实验科学的中介和桥梁。

清初学者继承了松江学派中西会通的科学方法，“自徐光启以后，士大夫渐好治天文算学，清初则王锡阐、梅文鼎最专精，而大师黄宗羲、江永辈皆提倡之。……兹学中国发源甚古，而光大之实在清代，学者精研虚受，各有创获，其于西来法，食而能化，足占见民族气量焉。”
可见，明清的开明学者相信民族文化的传统力量，他们立足传统，放眼世界，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拿来主义”，吸收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这种科学精神和价值观念一直深深地影响到近代，魏源也因此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 。
在这里“夷之长技”不仅仅是军事技术，而且也包括工商业、机械技术等方面，甚至也囊括了西方先进管理思想，这在当时“奇技淫巧”之论盛行的中国，无疑是罕见的。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说，实际上已将近代中国指向早期工业化，林则徐、魏源大胆提出的“师夷”口号，他们主张“打开国门、对外开放，把‘师夷’与‘制夷’结合起来，在坚持反对外来侵略的同时，学习外国的长处，以努力改变中国本身的落后面目，消除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发展方面的巨大差距”。
后来张之洞又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的思想，实际上无论中学、西学皆有体用，各有利弊，应当中西贯通、共谋发展。

传统的道器观重“形而上之道”而轻“形而下之器”，即重本体精神而轻具体物质及其经验。明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刺激，“重道轻器”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深刻变化、逐渐蜕变为“由器护道”的“崇器”倾向。王廷相说：“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明确提出“理载于气”
的命题，他认为气是唯一实体，而理存在于气之中。王夫之更是提出“天下唯器论”，他说：“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无其道则无其器”，
所谓“天下唯器”是指器是唯一实体，而道从属于器，器是指具体实物。相比较而言，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在重视人的道德层面的同时，一开始就强调对事物对自然的究诘，西学“祥于质测（实验科学）而拙于言通几（哲学）”，
这与西方科学文明的形成是密不可分的。
徐光启对传统的“道器观”作了深刻的批评，在道与 器(物)的关系问题上，他以实证的科学研究改变过去“重道轻器”的传统。徐光启是我国古代自觉提倡并积极探讨自然科学的学者。他把传统儒学研究对象分为“性理之学”(相当于“哲学”)与“物理之学”(相当于“科学”)两个部分,并对当时儒者重“性理之学”而轻“物理之学”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揭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必要性，而且还提出了研究“物理之学”的方法与要求。徐光启对研究“物理之学”的积极提倡，使我们看到了儒学与科学之间可容性的一面。明清科学家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不仅从“重道轻艺”的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而且自觉地把人生价值取向由空谈心性而转向对宇宙世界、自然科学的探索，在科技领域开创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的一代务实学风。
方以智对西方自然科学推崇备至，他把研究自然事物的学问称为“质测之学”，方以智还得出了“泰西质测颇精”、西学“详于质测”的结论。他还在自己的著名自然科学著作《通雅》、《物理小识》中广泛介绍了物理、化学、历算、医学、水利、火器、仪表等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及工艺技术。方以智的《物理小识》、《通雅》成书，略相先后，后来的《东西均》盖犹不脱早年为质测之学之本色也，侯外庐认为：“通几相当于今言哲学，质测相当于自然科学，宰理相当于社会科学。当近是密之（方以智）关于知识之新分类，或颇受其时之暗示”
。特别值得一提，还有明清之际的著名自然科学家王锡阐、梅文鼎，他们在借鉴、吸收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积极开展天文学与数学的研究工作，他们对中西之学均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主张“去中西之见”、“兼采中西”，对西学采取了“理求其是，事求适用”的价值取向。徐光启、李之藻具有的那个时代所缺少的“但欲求其所以然之故”的理论进取精神和以“会通”求“超胜”的科学意识。松江学派的“格物穷理”之学是形成于明末清初中西会通之中的学术分支，先有徐光启的“格物穷理”
之学，后有李之藻的“穷理诸学”和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在清代南怀仁发展为“穷理学”，他们在本体论、认识论、知识论等三个方面对后来的中国学者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为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准备。
 
明清时期传统学术受到西学东渐的激荡和催化，出现了新的嬗变和提升，中国古代科技水平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王夫之、戴东原等科学哲学思辩的突破揭开了中国近代科技的先声。徐光启所著的《崇祯历法》引用西方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先进天文学家数据，还引进了欧洲的象限仪、望远镜等仪器，充分体现了徐光启“会通中西”的思想。梁启超对他翻译的《几何原本》评价很高，因为科学必须采取数学、几何语言和抽象的逻辑思维，数学对科学的关系是一种“不用为用，众用所基”
的关系，因此他认为此作是“字字珠玉，为千古不朽之作”
，徐光启在科技史的贡献不言而喻。李泽厚认为方以智等人“格致之学”具有科学思辨的前导：“理论的逻辑行程以现实社会的变化为最终依据”；“如果说，戴东原承续王学传统是指向近代自然人性论解放思潮的先驱；那么，方以智、王船山则承续朱学传统，是三百年前具有科学思辨的前导”。
萧萐父也认为：质测之学的兴起是当时的新事物，对于“徒言宰理”，“空穷其心”
的儒门学风是一个突破，在中西文化早期交流是重要触媒。17世纪中叶南怀仁编著的《新制灵台仪象志》所译介的物理学、机械学知识，均达到西方17世纪初的同等水平。李约瑟言之有据地把当时中国的天文、数理科学的成就，称之为中西科学文化的“融合点”，
这一切表明17世纪的中国，历史正鼓荡着一种走出中世纪的文化代谢要求，展现出迈向近世的曙光。
四、余论
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松江学派起到窗口、纽带、桥梁的作用，这次西方科学文化的传入对我国近代科学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这些科技知识，特别是关于近代的世界观念，打开了部分中国人的眼界，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黄宗义、顾炎武、王夫之、梅文鼎、王锡阐以及清朝的康熙皇帝，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外来的科技知识。冯天瑜先生指出，近代思维的基本形态是数学语言和实验方法，
近代科学是实证、实验和数学语言方法的具体运用，它是我国近代科学的起点，它也推进了我国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的方法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变。明清“质测”实学的意义就在于它开辟一种近代的科技方法——实证、实验的方法，这种世界数学化、几何化、理性化的思维方式一直推动着近代科学的发展。在江南松江地区，以徐光启、李雯、陈子龙为核心及其外围的宋应星、李之藻、方以智为代表的松江学派，他们以博大开放的文化心态，融会古今，横贯中西，对中国传统科技进行了的总结和理性的反思，取西方科技之长，舍传统科技之短，在科技哲学、农学、数学、天文等方面取得划时代的成就，他们以其独特的开放意识、求真务实的态度、科学实证的方法揭开了近代科技的序幕。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文精神较科学主义还突出，正如吴承明先生指出的：“中国的理性主义有一大缺点，即独重道德理性（价值理性）缺乏工具理性，这是传统使然。 ……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政治学，法学和后起的社会学，都主要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
或许这就是近代中国科技发展的一根“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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